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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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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辛丑以后，中国的留外学生日多，翻译、出版事业大盛，遂导致来自其中的新名词成为一

种舍旧谋新的表征，逐渐流行开来，对青年读者产生的影响尤大，时人秉持“文以载政”的立场对

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反思。虽然有一些人为新名词进行辩护，捍卫其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多

的人则是持批评态度，视其为“护过饰非”工具，被时人滥用后造成很大危害，然而这些批评并未

有效遏制新名词的日益流行，乃至由此造成的“为鬼为祟”后果。

关键词  新名词  “文以载政”  “为鬼为祟”

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中心教授，兼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一、“文以载政”

1909 年 9 月 8 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刊出一则有关时人抵制日货事的报道：

日前驻京某国公使往谒那相国，因北京某某两报对于该国货品倡言抵制，业已登载数次，请由民政部

预行严禁，以笃邦交等情。闻那相国对以此次风潮亦我国人民自由之行动，官场无法干预，未识某公使如

何答复。a

该消息旋即被上海《神州日报》以《那相维持言论自由》为标题进行了转载。b十天后，《神州日报》又报道

了天津某校学生公开发送抵制日货传单，结果被地方官缉拿押送给新任直隶总督端方裁决。端方表示学生

热心国事，应不予追究，送回学校由监督管束即可。第二天在召见提学使及各学堂总办、监督时，端方又

表示：“货品买卖，固属个人自由，官府未便干预，但聚会联络，终非学生所当为，各官回堂，明白晓谕，

勿酿事端。”c

由这两个简单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清末高官那桐与端方对于言论自由的相对正面看法，以及他们并不

讳言支持“自由”的做法。有趣的是，早在 1902 年，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却曾向湖北士子出示“简明章程七

条”，批评新名词的流行及时人的滥用情况。d稍后端方复留下笑柄：“若端方批某生课卷，谓其文有思想而

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人传为笑。”e可以说，当年主动示禁新名词的满洲新贵端方已经无法避免使用如

a		《外人干涉内地报馆》，《大公报》1909 年 9 月 8 日，第 2 张。

b		《那相维持言论自由》，《神州日报》1909 年 9 月 14 日，第 2 页。

c		《端督之丰采可畏爱》，《神州日报》1909 年 9 月 24 日，第 2 页。

d		《书鄂闱文告后》，《申报》1902 年 9 月 7 日，无标注版面。

e		柴萼：《新名词》，《梵天庐丛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0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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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组织”等“新名词”，遑论立宪后逐渐成长为朝中“立宪党之首领”的直隶总督，a形势逼人，这其

实是庚子、辛丑以来清季社会“世变”与“文变”加剧的具体而微表现。

辛丑以后，清廷推行新政，朝野上下竞相趋新，援引新名词成为时髦，上至清廷的上谕、官员的章奏

条陈，下到考生的试卷、报刊上的商业广告与社团启事、坊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唱歌集、新的戏曲小说

等各种文类之中，均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新名词。

面对此种情形，一些清廷大员如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曾忧心忡忡，秉持“文以载道”立场的他们

认为，“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

广狭。”鉴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

又喜“剽窃西学”，摭拾“外国一二字样、一二名词”而有“犯上作乱”“摇惑人心”之举，三人担心“中国

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遂在其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明确宣示反对新名词对中国“文

体”的“阑入”，“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但其反对依据依然是在其看来更为外来“正

宗”的西化与日化的思想资源，依然需要借此对新名词和新学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

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

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b

形成悖论的是，这个反对新名词的文件亦不得不援引新名词和外来的新思想资源，其他清廷官员依旧

在包括章奏的各种文类中大量使用新名词装饰门面，甚至连充满本土文化优越感坚持“新名词不可用”的清

廷大员张之洞亦无法避开这个困扰 c。像张之洞在“自撰”的《学堂歌》（1904）中也主动使用了诸如中国、

德育、体育、卫生、公德、赤道、中央、五大洲、地球、文明、黄种、科学、变迁、思想、国文、权利、

自由、民权、革命、遗产等大量新名词，尽管他在使用其中某些词时不乏批评谴责之意。d

到 1907 年时，曾有御史鉴于“阅各省督抚章奏中多用新名词”，同朝廷尊孔及以经史为学堂必修科目

宗旨相背离，遂上折请求禁止官员在奏章中使用新名词，但清廷高官不但无人理会，且还讥笑之，“疏入，

政府诸公均非笑之。”e包天笑对此也发表评论挖苦道：

张南皮昔日禁人用新名词，而今日章奏中盛用新名词，遂为某御史所参。谓嗣后应不准用新名词，以

重国粹。虽然“新名词”新名词也，“国粹”亦新名词也。我知他日必又有一御史以参御史之用新名词矣。f

实际上，新名词在清末的大量出现及流行的前提预设即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如欧美、日本，本土文化

不如外来资源、中国必须取法列强这样的认知，如时人的自嘲：“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

外人较优劣？”g“文以载政”，那些被译介进来象征“文明”“先进”的新名词自然非常具有吸引力，让很多

人包括如那桐、端方那样的有势力和有地位者，都望风而拜，将之作为趋新的符号与自我标榜的旗帜。过

犹不及，新名词的普遍流行也引起许多人的担忧，他们从不同角度开始分析批评新名词的泛滥情形及迷恋

新名词导致的危害。

二、新名词之批评

今日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批评新名词的声音来自时论，当时诸多报刊对此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这些主

a		《端督落职后之外论》，《神州日报》1909 年 11 月 28 日，第 1 页。

b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年，

第 205—208 页。引文标点有更动。需要提醒的是，该文件虽然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及其谋士共同起草制订，但其内容显然必须经过三

人首肯才能上报与公开发表。在此意义上，此文件应该是三人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无疑问，并不一定完全体现坚决反对新名词的张之洞之立场。

c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84—85 页；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故都闻见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 年，

第 27—28 页。

d		转见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608—614 页。

e		《请禁章奏用新名词》，《广益丛报》第 5 年第 3 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十日，“纪闻”，第 1 页。

f		笑：《新名词》，《时报》1907 年 3 月 5 日，第 3 页。

g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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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自日文中的新名词。a像上海《申报》即曾多次刊发评论对新名词流行表达反对意见，但其前后表达反

对的依据却不太相同。在 1905 年前反对新名词的论述中，时尚守旧的《申报》因为惧怕隐藏在新名词背后

的革命诉求而反对新名词。如其在 1902 年发表的一篇“社说”批评“今日应试之士”，“平日束书不观，迨

届场期，则广搜坊肆怀挟之书，满纸陈言，令人可厌；号为知新者，则又矜奇吊诡，刺取《新民丛报》及近

人所译和文诸书中各字面，诩诩自得，号为新奇。”此种做法“嚣张谬戾，不特有乖于学术，抑且有害于人

心”，进而该文开始替时任湖北巡抚端方所出“示预”中的“简明章程七条”背书，希望士子引以为戒：“近

日文体多歧，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若夫

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警告士子不要用“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等

语”，否则不但贻笑大方，还自毁前程。b两年多以后，《申报》继续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以致于被“革

命”等富有激进色彩的新名词诱惑，盲从于外来的新思潮，而忘却其本：

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乞假归国，则革命流血之毒已深入于心，平权自由之言竟妄腾诸口，薄父母为

顽固，视朝廷若仇雠……日惟以排满灭清诸谬说，公然宣布于大廷广众之中。及考其所学何如，则华文固

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国脑、国粹、起点、内容、个人、广告、视线、社会、影响、单简、

进步、国民、目的、脑筋、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叩以彼中之

经史百家、兵刑礼乐、天文舆地、化电声光，下逮商贾农桑、百工杂技，不特专门学问无一擅长，即所谓

普通者，亦大半茫然不知，瞠目无能对答。c

然而当 1905 年初《申报》立场逐渐趋新后，d它对于新名词的批评不再聚焦于蕴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危险，

而是批评盲从新名词后带来的恶果，“实为误国之历阶”。e在其他评论中，《申报》还呼吁应该禁止官员在

奏章中援引新名词。f由前引《广益丛报》上《请禁章奏用新名词》的材料可知，《申报》上的这种呼吁大概

很难得到朝野的有效响应。

与转变立场后的《申报》相似，北方趋新的《大公报》也刊载过多篇评论对此现象进行谴责，其中一篇曰：

吾尝见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

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己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

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g

内中包含的讽刺挖苦之意溢于言表。

类似的批评性论述在清末各报上所在多有。清末报刊舆论总体上趋新甚至激进，但它们针对新名词的

批评却如此之多、之激烈，或表明清末新名词的泛滥已经让趋新者对其造成的影响与可能导致的危害忧心

忡忡，遂不得不表达严厉谴责乃至危言耸听之意，希图借此提醒人们对于新名词的攀附崇拜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立场除了公开见之于时论，一些时人在私下场合与个人著述或奏折中也纷纷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和

批评。像趋向守旧的政府官员于式枚也注意到立宪呼吁流行之后，受到舆论裹挟，滥用新名词之流弊愈发

明显：“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

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历抵枢部……”h此类批判性表达，除了发言者展现自身的政治或文化立场之外，

a		关于清末时人及部分时论对新名词的态度，可参见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 年第 62 期；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285—320 页。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实藤惠秀、王汎森、潘光哲、黄兴涛、

陈力卫、孙江、章清等诸多学者和师长，不再一一列举其具体成果。

b		《书鄂闱文告后》，《申报》1902 年 9 月 7 日，无标注版面。

c		《说学》，《申报》1904 年 11 月 29 日，无标注版面。

d		关于 1905 年初前后《申报》持论立场的转变情况，可参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年，第 97—105 页。

e		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 年 12 月 13 日，第 2 版。该文又先后被《东方杂志》与《北洋官报》转载，被后来的

研究者认为是刘师培任《申报》主笔时所作，收入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 年，第 457—458 页。

f		《奏请章奏禁用新名词》，《申报》1907 年 3 月 2 日，第 4 版。

g		《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大公报》1903 年 3 月 1 日，第 2 页。

h	�《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折（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

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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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亦显示了部分时人对于新名词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资源出现后的警惕与反思。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人所著诸多像小说这样的大众文类如《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负曝

闲谈》《轰天雷》《女界现形记》《新党现形记》《最新女界鬼蜮记》《官场维新记》《新水浒》《新茶花》

《冷眼观》等，对趋新世风、新名词及其使用者也有很多的挖苦讽刺。

可以看出，较早时除了《申报》基于政治理由反对新名词之外，大家均不反对学习西学，只是更多论述

仍聚焦于时人将新名词作为“营私文奸之具”，a盲目趋新和乱用、误用新名词，乃至其中出现的荒唐状况与

导致的弊端，这不但无益于中国的“进步”，还造成道德人心的滑坡，“或利未睹而害已生”，b同时也会给维

新事业增添阻力。如《申报》上一则社论的提醒：

今且不必为用新名词者责，而以一言为用新名词者劝。要知新法新政，在乎吾人之身体力行，见诸措

施，征诸事业。徒借一纸空言，以为中国维新之一助，其收效已属有限。乃犹不自检束，无论著书立说，

皆以是新名词为口头禅，为当世攻击新学者授以口实，其无裨于时局固可，惜其以文字贾祸，尤可危也。c

此时正热衷于宣传“物质救国”、一意保皇的康有为也直斥新名词导致风气大坏，让人不学无术：

而后生新学，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与及日本重复粗恶名词，若世纪、手段、崇拜、

目的等字，轻绝道德而日尚狂嚣，叩以军国民实用之学则无有，欲以御强敌乎，则空疏无用如旧，而风俗

先大坏矣！d

康有为认为辛丑以后的革命思潮也系新名词所导致，“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

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e

民国肇建后，不甘于沉默的林纾从捍卫桐城文章的角度亦就新名词对中国文章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批评，

尽管他承认自己无法从学理上清楚阐述“古文”即桐城文体的学术价值——“不能道其所以然”，但林纾

认为“自有其不宜废者”，他还批评民初知识界的盲目趋新风尚可能会导致国未亡而文字先亡的局面：“民

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

吾甚虞古系之绝也。”f

除了上述批评和反思之外，民国初年一些人也从总结清亡原因角度对新名词、新学、趋新风气进行了

回顾与检讨。如忠清的湖南文人苏舆目睹辛亥之变后曾写作《辛亥溅泪集》解释清亡之前因后果，认为康梁

及满洲亲贵、袁世凯等皆为亡清的始作俑者，尤其是亲贵们迷惑于新名词（“四译新词”）之表象，重名轻

实，盲目趋新逢迎，结果导致清朝灭亡。苏舆最后还揭出终极原因所在——“今日朝廷之亡，新名词亡之

也”，语极沉痛。g

这时一心想推翻民国恢复清朝统治的蒙古人升允在讨伐民国及袁世凯、孙文的檄文中，矛头则更具

体地针对光绪以来流行的新学说、新名词，批评其为惑人的“邪说”，让“无知恶少年喜为平权自由之

说”“甘心从无父无君之教”，结果导致清室灭亡，“大经大法荡然无存，纲纪于是坏，民生于是困矣”，华

夏沦“为无父无君之国”，面临列强瓜分惨祸。h

而亲眼目睹清末民初新名词乱象的小文人彭文祖则直接将有清一代灭亡之肇因归于甲午战后兴起的新

a		《论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

b		《论中国新事业之所以无效》，《时报》1906 年 5 月 5 日，第 1 页。

c		《论近日学者喜用新名词之谬》，《申报》1903 年 9 月 9 日，第 3 版。

d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 8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82 页。

e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序》，《康有为全集》，第 8 卷，第 63 页。有关康有为对新名词的态度及其在此一问题上对梁启超的规诫，可参见黄兴涛：

《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收入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 3 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第 100—132 页。

f		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大公报》1917 年 2 月 1 日，第 1 张；《民国日报》1917 年 2 月 8 日原文转载，胡适读了《民国日报》转载的该文后，

将之全文收录于日记中，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342—344 页。

g		苏舆：《辛亥溅泪集卷二》，胡如虹编：《苏舆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229 页。

h		《升允反抗民国之檄文》，《大公报》1913 年 7 月 6 日，第 2 张。该檄文又载于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第 1468—14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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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风气：“殊不知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也。”a

类似针对新名词的指责在当时颇不乏见，均可展示当时大量涌现出的新名词对于时人产生的冲击效果

及造成的社会影响之一斑。虽然不断出现这些反对言论，但新名词的流行势头并未稍减，反倒愈加风行，

甚至进一步渗透到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活动中，大大改变了汉语的结构及表达习惯，影响

至今。

三、捍卫新名词

相反相成，清末以来也一直有学者为新名词进行辩护，他们接纳所谓日本或欧美经验，赞成引入和使

用外来的新名词，并间或批评汉语之繁杂难学。像清末引介西学和新学的先驱梁启超从进化论出发，认为

文字与民族文明高下程度相关：“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此例

差”，而文字由低阶的衍形向高阶的衍声进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其本来面目必然大相径庭，在这样的

情况下，言文是否一致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下之分，“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

国，言文必日以相离”。进一步，梁启超又从社会层面分析新名词出现之正当性与言文一致之重要性：

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言文合，则言增而文

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

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

可以看出，梁启超这里其实是在批评汉语太过繁难落后，不如日语和西方语言那样简单易学，以致于中国

人学习起来非常吃力，收效也不大，即便有成，“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梁启超认

为这才是导致中国民众“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新思想所以传播“独迟”的造因。b有此认知，无怪乎梁启

超身体力行，成为当时新名词的最大生产者，c大量从日文中引入日本名词入汉语，形成所谓“新民体”，对

当时及后来的青年读者均影响甚大。d

《浙江潮》上也发表有评论认为新名词的日多是因为翻译事业大兴的缘故，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因其

新，许多读者对其涵义不太了然，自然会出现一些滥用情况：

自东方译事兴，而新名词出现于学界者日益多。好学之士初读新书，必有半日不得其解者。而译书、

著书之人，习之既熟，脱口而出，必强之以另易名词，无论其不便也，亦势有所不能。然则举其非吾之所

习者，而一一解之，斯诚今日吾辈之义务，无可容辞者矣。抑尤有进者，名词之解释，不明其害之流入社

会者，影响甚大，权利无定解，则必有以权力、权势谓当崇拜者矣。自由无定解，则必有以杀人淫酒为不

当受人约束者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为害之大，又何可言也。e

为避免新名词被滥用导致危害，作者这里发愿为读者解释一些关键的新名词，以尽其义务。可以看出，作

者这里对新名词持赞赏态度，并愿意付出努力去推广新名词的真义，以防招致误解。

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则参考“西国”“日本”的造字经验认为，如“不阻塞中国之进步”，使得中国“人

心”得到“释放”，新名词引入中国为不可避免之事：

中国今日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

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f

王国维也与前引林乐知等的见解相仿，他认为中国学术“欲进步”，就不得不创造“新名词”（即其所

谓新学语、新言语），在此情况下，王国维认为新名词的出现是新思想输入导致的必然结果，“新思想之输

a		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东京：秀光舍，第 4、5 页。

b		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 10 号，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1902 年 6 月 20 日），第 4—5 页。

c		后来据研究者统计，仅经过梁启超使用后而在国内开始流行的源自日本的新名词，就有一百四十余个。参见李运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

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9—248 页。

d		有关梁启超造成的广泛影响，可参见张仲民：《“亡国之媒”：梁启超与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 年第 3 期。

e		酙癸：《新名词释义》，《浙江潮》第 2 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第 181 页。

f		林乐知、范祎：《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第 184 册，甲辰四月，第 2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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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所以日本所造西式汉文才能在中国流行，但是“滥用之”或“唾弃之”均非

妥善态度，“日人之译语”虽未必“皆精确”，然其“精密”之处却为中国人提出的类似新语所不逮，“处今

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这里还进一步分

析新名词受到贬斥的部分原因在于，“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来自日本新名词的借口。a

高凤谦（梦旦）所见略同，也认为当下出现的新名词之来源主要出于翻译，其中沿袭日文俗语而“扞

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又不能摒弃不用，原因在于“世界之变迁益甚，则事物之孳乳益多，此不可逃

之定例也。其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

得谓之新也”，部分人之所以反感新名词，乃是因为“谓其来自外国也”，但高氏认为这不能成为贬斥拒绝

新名词的借口，因为之前中国已经从对外国文献的翻译中吸收了大量新名词，“何文人皆习见而不之怪乎？”

高凤谦又继续质疑，在当前“世界交通，文明互换”的时代，对于外来之新事物已经不再拒绝，“而独计较

于区区之名词，无奈失本末轻重之分乎？”进一步，高凤谦为新名词辩护道：

今者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不鲜，又乌得从

而禁之？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

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设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

新名词。b

因之，如前引《时报》上包天笑的观点，高凤谦认为，即便对于保存国粹者而言，亦无法回避新名词，因为

“国粹”这一表达本身即新名词，况“新名词亦新名词”，即便去批评新名词亦不得不用新名词。于此，可

以看出高氏本人对于新名词的大力支持态度，其并身体力行地在该辩护文中大量使用新名词以昭法式。

类似林乐知、王国维、高梦旦等的看法，《大公报》上也有时论同样认为目下新名词被大肆滥用，但这

并非新名词本身之错，乃是“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系其故意歪曲利用新名词为护身符所致，人们不必为

此因噎废食，就此排斥新名词。c而《大公报》上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字与科学之关系》的时论则从文字

进化的角度论证引入新名词的合法性。该文认为中国文字自诞生以后，愈变愈复杂，“孳乳寖多，虽意义闳

括，而文字之繁难日剧”，从而成为“吾国民开明之阻力”，由此，遂有“热心之士”倡导“官话字母”，想

试图改革汉字，降低学习难度。不仅如此，“虽然我国之文字信繁富”，但若“用之于今日之科学”，导致的

问题就很多，远不如泰西文字简洁明了，简单易记，“使学者一见了如，不惟得其形式，且可会其精神”，

“此泰西之科学”之所以发达的原因所在。接下来，该时论又批评中国文字相比泰西文字，“其冗杂繁难，

固不待言，复经词章家补苴掇拾，语多涵浑，遂至重叠沓冗，义欠分晓”，这对于翻译和研究泰西新学非

常不利，而新名词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其有助于弥补这一弊端：“然今日之学界，讲求一切科学，能读蟹

行之书者，仍居少数，势不得不导源译本，即读译本，势不得不沿用新名词。此一定之理，而不可丝毫易

者。”该文这里又使用新名词质疑“某省大吏”（暗指张之洞，引者注）禁止新名词的做法乃刻舟求剑，于

史无据，且与“考求科学”宗旨违背：

乃近闻某省大吏所主持之学堂，屏弃一切，自命保全国粹，饬考求科学禁用新演之名词，及凡特别坚

碻之新字。呜呼！其醉心祖国，爱护先型，自是热度膨胀，而独于科学则不能无方枘圆凿之苦焉……d

由以上诸例可知，尽管同样承认新名词存在容易被人误用、滥用，乃至由此造成的唯新是从、中国文

章受到污染等问题，但捍卫新名词的人均认为援引新名词入中文和向西方及日本学习乃大势所趋，是中国

自身文化传统得以维系与更新的必然之举，也是融入欧美日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表现。如 1908 年底清廷出

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所揭示的现象：

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

a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谢维扬等编：《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年，第 1 卷，第 126—130 页。

b		高凤谦：《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 1 年第 7 期，宣统元年六月，第 79 页。

c		丁宝钧：《评社会流行之新名词》，《大公报》1910 年 2 月 28 日，第 1 张。此文被改为《论社会流行之新名词》，为上海《舆论时事报》全文

转载，参见《舆论时事报》1910 年 3 月 25 日，第 1 页。另本处引文依据为《舆论时事报》。

d		《论文字与科学之关系》，《大公报》1906 年 5 月 11 日，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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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

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a

于式枚这里敏锐察觉出光绪以来的舍旧谋新趋势之强烈，他希望清廷在立宪问题上要循序渐进，力挽狂澜，

以“广兴教育为急”，不为“群言淆乱”、不要急于推广那些称颂西方的政治性新名词。

但接纳新名词就必然意味着对其体现出的“文明”价值观与生产体制（或即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认可

和追随，人在国外的康有为就观察道：“而今学者，乃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以为无一不超出吾国者；

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为绝无足取焉。”b这样的取径最后势必滑向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尴尬认同（self-

orientalization）c，不甘自居于“野蛮”的他者地位，又以不被欧美人、日本人视为文明而感屈辱，造成许多自

我困扰与认同危机。

四、新名词之运用

简言之，以上不管是反对或是赞成新名词的，他们其实均相信“文以载政”，意识到新名词及其所代表

的新学对于近代中国之重要。正是考虑到晚清以来引入的新名词影响之大，近来不少学者从西学东渐、关

键词、概念史、观念史、学科史、学术史、语言学和思想史等角度开始对之进行深入讨论。d

盘点既有的研究成果，因研究者关怀所在，他们侧重于从思想史、学科史和概念史的取径入手，比较

关注核心的政治概念、词汇或学科术语以及精英思想的系谱，比较强调“新名词”的现代性色彩及其带给中

国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对所谓近代化（现代化）的促进，而对于不那么具有政治性或学术意义但同样很关

键的某些概念或符号相对不够关注，对于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

受情况的讨论也不太充分，同样对于“新名词”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太注意。

在材料的使用上，很多研究者在使用材料上比较单一与精英取向，重视精英类、政治类或思想性强的

杂志或某些特殊的精英文本，对通俗性的文学性材料乃至各种各样的商业报刊资料、日记资料等利用有限，

甚或对资料自身的形成过程及其局限性也全无警惕与批判意识。

在方法论层面，很多的研究成果太过重视新派的标榜而忽略其实践以及旧派的相关反应，又缺乏传播

学的视野，对语言背后的社会因素、物质因素不够关注，容易忽略近现代语言环流及翻译过程中的不平等

权力关系与利益追逐，导致其研究中的近代化关怀、自我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等于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

注脚；还有个别学者过于依赖“数据库”和相信“大数据”，忽略对材料本身的解构与辨析，以及对受众心

态暨各种各样反应情况的分析，亦缺乏对新名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霸权机制本身的揭示和反思。

在以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等为代表的量化研究者中，这些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其研究中的后设

色彩、启蒙情结、精英主义和因果论取径均比较显著。e

于近代中国出现的那些新知识、新名词，虽然它们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通过各种媒介、经

由各种场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而产生效果。形成悖论的是，与时人更为关注新名词的接

受层面相比，如今的很多研究者却更为关注新名词的内涵及其诞生史，忽略对其接受层面情况的考察。这

恰同当时的批评相背反：“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查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

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f包天笑在目睹新名词衍生出的弊

端后也有类似所见：

a		《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折（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

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 306 页。原文标点有更改。

b		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 8 卷，第 31 页。

c		有关的讨论可参见Arif�Dirlik,�“Chinese�history�and�the�question�of�Orientalism,”�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Dec.,�1996,�pp.�96—118;�杨瑞松：《病

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 年。

d		有关的部分研究情况，可参见陈建守：《思想的载体：近代中国词汇/概念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日本中国史学》2016年10月号，第75—90页。

e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年。

f		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 年 12 月 13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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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张南皮辄戒人勿用新名词。窃尝诟其不通。今乃至新名词者大足为无耻者所利用。其“运动”两字

之为口头禅者不必言矣，即如贿赂亦可称之为运动费也，“欺骗”则称之为外交手段也，“贪黩”则称之为

经济主义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是亦近日一种新变相也。a

众所周知，公开的言论表达并不一定都能发挥效力或产生作用，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究竟如何，

仍是有待大力拓展的问题。如果忽略举足轻重的接受层面，只关注精英的公开表达而忽略其表演和“故意

为之”的色彩，只重视其政治性论述而忽略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状况，只重视出现频次而忽略受众的接受

情况，那么我们的研究看似“科学”“真实”，其实仍是只重视文本表象与精英外在言论的传统思想史研究

的变体，并不能得其门而入。毕竟，言论或文本在传播与旅行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诸多变异，给予的东西与

接收到的东西并不一致，公开的表达和私领域的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普

遍存在。

就清末民初人对新思潮、新学说的接受情况来说，一知半解者、望文生义者也许更多，新名词之于这

些人不过是一种趋新偏好的认同和表达，往往反映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食洋不化与逢迎风气。如接下来这

个故事所显示的：

宾宴茶楼有某京货铺，系天津郑紫宸之业也。其子名万元者，年前游学东洋，致函于其父称紫宸同胞

赐览云云，郑见此信勃然大怒。其子日昨来京，郑训子曰：汝游学东洋，何以来信称我同胞。其子答曰：

当今维新时代，上自君王，下至庶民，皆在四万万同胞之内，老父非中国之民乎？郑一时无言以答之。知

之者相传为笑柄。b

小说《文明小史》中也叙说了一则相仿的故事，苏州趋新的塾师姚文通带儿子及三个学生到上海观摩，当留

在客栈中的其子不辞而别出去玩乐归来后，焦急的姚文通训斥了儿子，然而其子却不买账，同样用新名词

反驳：

我的脚长在我的身上，我要到那里去，就得到那里去。天地生人，既然生了两只脚给我，原是叫我自

由的。各人有各人的权限，他的压力虽大，怎么能够压得住我呢？c

可见，对于当时很多趋新者来言，他们更多是受到世风的影响盲目趋新罢了。

故此，近代以来也颇有人批评一些中国人的趋新、爱谈新名词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是赶时髦、假维新，

舍本逐末。如《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所言：

今日新机既辟，新学大兴，号称维新者，触处皆是，人才蔚起，中国之兴，其庶几乎？及一遍察其为

人，觉有大不足恃者。盖维新党中其真心爱国、热心救国者，固不少，而其间以冒托维新之名、毫无国家

思想者，尤占多数，平居雄谈博辩，满口新名词，陈义极高，目空一切，或指摘某之行事，或谤毁某之为

人，问其所以自见者何在？则空言以外，无作为焉。我国家又何贵有此维新党也？d

即便对于那些以救世之“志士”自命的趋新者，其也仅是见诸空言，一旦见诸实践，则大相径庭：

今之志士，大都剿袭民权、自由一二新名词，于是睥睨一世，傲慢群伦，以花天酒地为运动之机关，

以奸贪狠戾为经济之手段，日言爱群，拔一毛利同群未见其肯为也，日言爱国，得数金而卖国，未见其不

肯为也。而且互相骂詈、互相倾陷，胸愤戾而口叫嚣，性凶残而手毒辣，安见其能爱群也。e

此类名实乖违、言行脱离的案例在当时颇不乏见。

由上述案例我们亦可推知，当时很多的普通趋新者其实并无坚定的立场，多为追随风气，或仅是浑水

摸鱼，搏取趋新名声和谋取私人利益罢了，“用之者未必真知其详”，往往“不过采取虚声”，导致“猎泰西

之皮毛”的人滥竽充数，结果“偾事更多”。f

a		笑：《新名词》，《时报》1909 年 2 月 28 日，第 4 页。

b		《新名词之笑话》，《广益丛报》第 7 年第 5 期，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日，“纪闻”，第 4 页。

c		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111 页。

d		《论中国新党空言多、实行少》，《大公报》1904 年 5 月 12 日，第 1 张。

e		《今世之人材果足今世之用乎（续）》，《大公报》1904 年 7 月 26 日，第 1 张。

f		《御史徐定超奏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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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者的趋新情况如此，在上者的情况更是让人不满。激进的《民呼日报》曾直斥清廷所实施的包括立

宪在内的诸举措为“牢笼之政策”和“欺骗之伎俩”，其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质而言之，要不外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耳。外虽假政治上、物质上之伪文明，而内实陷生

民于苦海。然则今日之当国事者，岂非社会上万恶之根源乎？a

以今日之见看来，清廷当日各种举措未能落实，多系无奈或力有不及，但其进退无据、举措失当的表

现却让很多“误会欧美之文明”的趋新精英感到悲愤和绝望，“迷信其伪以为真”。像《大公报》即曾发表白

话评论，面对清廷上下“假维新”的现实痛心疾首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我们十数年来，所期的那舍妄来真、寻源讨本、循序渐进的进步，不过是人民嘴上多了几句新名词，

社会表面改了几样浮皮毛，添了些个习气，弄得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在那国利民福上，不但没见有什么

益处，而且更加上种种的苦累，危亡之祸，近在眼前，困苦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的加紧……b

进言之，如上引各新名词的材料所展示的，对新名词的接受普遍存在各取所需、饥不择食、耳食肤受

的情况；即或是同一名词或术语，对于不同人其解读不一样，对于不同人在不同时期的阐释也不一样。c以

下聊举数例，以便读者窥豹一斑。

如时人对自由的理解，很多人的理解都系望文生义，与政治思想上所谓的天赋人权、政治自由相距甚

远。曾有清末时论指出这种情况：“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d像上海即有趋新人士

假借“自由”之名行淫乱之实，全然不顾法律礼俗的约束：

新党萃居于上海，乃假开通女子之名以兴女学，然新党者以“自由”二字为护符者也。上海者，又中国

法律礼俗所不加之地也，由是新党之好淫者，必借婚姻自由为名而纵其淫欲，女子稍受教育者，亦揭“自

由”二字以为标，视旁淫诸事不复引为可耻，由是无娼妓之名，而有娼妓之实。e

上述叙述也正像辛亥年上海《时报》发表的讽刺文《新名词别解十二则》中批评的情况，“自由”含义

被时人曲解利用：“自由者，逍遥自在，如妻妾虽有外交，而主人不得过问，臣下贪财卖国，而朝廷不能禁

制，皆享自由之权利也。”f而陈焕章在民国初年居然借助“信教自由”这个新名词呼吁定孔教为国教。g

关于“革命”名词的使用情况也同样存在多种差异的表达。如曾有上海文人写作《勾栏革命书》，呼吁

妓院改善环境及待客之道，不要任意歧视敲诈客人——此即其所谓革命之义。h而刘鹗在《老残游记》里

说：“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

提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i这里的

革命则是任意妄为的意思。讽刺小说《冷眼观》中则挖苦“革命党”为“特别的新名词”“二命党”，原因在

于真真假假的革命党流品混杂，为鸡鸣狗盗之辈汇集的乌合之众，系很多人借“革命”招摇撞骗、唯利是

图、见风使舵的组合：

原来他们党中的人物，却是各界都有，只要扫帚戴个帽子，皆可以兼收并蓄，拉了来做同胞看待。诸

如当扒手的，怕还算是他们内中实业界上的大好老呢！非我说句刻薄话，古语族大还难遮丑，莫说是聚多

数乌合之众，我恐怕里头连忘八兔子都敢是有的呢！难怪一旦小人得志，只要被他骗着个磕头虫儿的官儿，

就包管立地改变方针，将从前打算革政府命的一番本领，就反过脸来，去革同党的命。从前要想流满洲人

a		《论趋时派之新迷信》，《民呼日报》1909 年 6 月 17 日，第 1 页。

b		《白话》，《大公报》1909 年 11 月 7 日，第 2 张。

c		王汎森教授用“复合性思维”概括此种情况。参见王汎森：《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方维规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

知识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6—51 页。

d		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 年 12 月 13 日，第 2 版。

e		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第 5 卷，1907 年 8 月，第 33—34 页。此文也可能出自刘师培之手，参见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

第 1651—1652 页。

f		寿侠：《新名词别解十二则》，《时报》1911 年 4 月 30 日，附刊·滑稽时报。

g		陈焕章：《明定原有之国教为国教，并不碍于信教自由之新名词》，《宗圣汇志》第 1 卷第 4 号，1913 年 8 月，第 7—22 页。

h		藜床卧读生编：《绘图上海杂记》，上海：文宝书局，1905 年，卷九，第 13—14 页。据郭长海教授考证，此“吴县藜床卧读生”当为管斯骏。

参见郭长海：《蠡勺居士和藜床卧读生》，吴晓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上册，第 300—303 页。

i		刘鹗：《老残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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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各种手段，就掉转头来去流部民的血。无一事不是譬如昨宵死、今朝活，实行反对宗旨。因此东洋人

就赠他们一个二命党的徽号，这句话真是讽刺得有趣呢！a

而前引《时报》那则新名词别解文则挖苦了当时部分人所理解的革命，最后实质是革自己之命：“命即

性命之谓，今日后生小子，猖狂无忌，一触法纲，立陷大辟，是与性命为仇，而竭力以革之也。”b前引这些

关于“革命”含义的种种表达，在陈建华等人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体现。c

又如“共和”一词，中国古语中虽有该词，但其意义与清末时民初人所接受的“共和”之意全然不同，

时人却不管不顾，从自己爱好出发以今义比附古义，援中入西。如清末汪康年在笔记中即讽刺“共和”不过

是专制之遮羞布：

甲乙数人共谈政体，甲曰：“政体究以何者为善？”乙曰：“莫如共和立宪。”丙曰：“然！然！我国周厉王

时已尝行之矣。”乙曰：“厉王时虽有共和之名，然其治绩如何，今不可知矣。”丙曰：“我尚记有一弭谤之事，

以卫巫一言而雷厉风发，令行禁止，使道路以目，可见当时政府虚心采纳，尊重民权。即此一事，已足令

人敬服其宪政进行之速。”甲、乙大笑曰：“子真糊涂！此事实专制之虐政，而子敬服之，异哉！”丙曰：“二

君误矣。天下岂有真是非？但使强权在手，令出而人不敢不遵，虽行专制之实，谁敢谓其专制哉……”d

将共和与专制联系起来，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角度也如此阐释：“何谓‘共和’？共和政体者，专制政体之

变相也。”“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e

类似汪康年将“共和”同周厉王联系起来的认识与解读，一心复辟清朝而又守旧的升允有同样看法，他

直斥袁世凯“假共和之名以盗天下，号称民国，其意盖托古昔周厉王之时与美洲华盛顿之世也”。在升允看

来，真正的“共和”要采用其古义——“因国中无君而调护之之谓，非有君而攘夺之之谓也”。升允还认

为像“共和”之类新名词迷惑了太多人，凡是使用这类新名词的人，“皆借以为笼络挟制之术也”。f

回顾了上述关于“共和”的各种表达外，我们再简单看个徐珂《清稗类钞》中的记载，也可管窥清末民

初部分普通青年学子对“共和”名词的认识与观感。当时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年轻人争趋“摧专制而建共和”，

但他们对“共和”何谓其实多不了解，其中就有“年少佻达之黄立夫者”，将“共和”理解为“共和实行，吾

辈可为共同和奸（刑律有强奸、和奸之别）之行动矣！”g这样望文生义式的对新名词认识在当时年轻学生中

普遍存在，他们喜欢谈论新名词，“以自表其富于新学”，若询问其“共和”“自由”这类新名词的真意，则

“瞠然不能对”，或者会认为“窃人之物、损人之书即为共和”，“他的即是我的”“辍业罢课、口角纷争即

为自由”。h

前引这些资料中显示出的读者对新名词的使用、误用与滥用情况告诉我们，不管是趋新者，或是守旧

之人，或是骑墙派，均在使用新名词为自己背书。i这些不同的人对自由、革命、共和等新名词形形色色的

阅读、想象、理解和使用方式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乃至最后导致的多种多样效果，或许才应是我们研究

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知识史、阅读史时需要着力研究与揭示的。j但可惜的是，很多精英取向的研究者都视

之为不登大雅之堂或不够重要而弃之不顾。因之，关注近代中国新名词、新知识、新概念的生产机制、符

号意义和修辞策略，以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具体语境里被不同人士的阅读、想象与使用乃至滥用的情况，

乃至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乃至由此折射出来的权力关系，或比仅仅讨论起新名词出

a		八宝王郎：《冷眼观》，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新党升官发财记·后官场现形记·冷眼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 410 页。

b		《新名词别解十二则》，《时报》1911 年 4 月 30 日，附刊·滑稽时报。

c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 : 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d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156—157 页。

e		刘师培：《共和之病》，原载《衡报》第 1 号（1908 年 4 月 28 日），转见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册，第 1030 页。

f		《升允反抗民国之伪檄二道》，《大公报》1913 年 7 月 14 日；该檄文又见《郑孝胥日记》第 3 册，第 1470—1472 页。

g		徐珂：《清稗类钞》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755—1756 页。

h	�醒吾等：《童子随笔》，《童子声》第 3 期，1914 年 2 月 16 日，第 52 页。

i		《论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 年 10 月 15 日，第 1 版；《论今日旧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 年 10 月 17 日，第 1 版。

j		王汎森教授即曾提出要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重视“思想的社会功能”“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情况，并注意去厘清“思想与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之间的关系”。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 14 卷第 4 期，2003 年 12 月，第 180—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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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频次和时间、有多少“实”的涵义与精英如何表达、言论如何独特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因其直接关涉

到其究竟如何再生产、如何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造成何种社会结果的现实塑造

问题。

五、结 语

由上述讨论可知，本土的思想资源既然不足以应对“世变之亟”——所谓执“旧法”无法“治近世”，

时人不得不寻求他山之石以作为鉴戒和奥援，他们或标新立异、借酒浇愁，或为功利而趋新、或为时髦而

趋新、或为“文明”追求和强国想象而趋新。“文以载政”，因文见政，有此形势，遂不断地有更新的“新名

词”出来，更新的“学”出来。可以说，新名词在清末民初社会的流行和被滥用情况正体现出外来新学的咄

咄逼人，以及当时中国“舍旧谋新”崇拜的强势和虚妄。只是原体制内在的“旧”与“恶”也随着“新”“俱

分进化”，“为鬼为祟”，影响深远。

不过，假若我们乐观地看，或确如清末讽刺小说《官场维新记》之作者所言的那样“辩证”：“一二假维

新提倡于前，必有千百真维新踵起于后”，现在真维新的人多了，“然而推原其本，还是全仗一班假维新的

人导其先路，所以才有真维新的步其后尘”。a由此，我们对近代以降中国人的“文明”与“强国强种”想象

和追求，以及要与“世界”“接轨”乃至号称要驾乎其上的表达与实践，或亦可作如是观！

最后有必要提醒的是，新名词流行程度虽高，当时仍有不少较为守旧与身处闭塞地区的士子对此不太

了然。如据一个书商所言他在 1906 年冬天去杭州卖书发现参加浙江优贡考的一些士子，甚至“如支那、社

会、张博望、心算学普通名词，犹有不能解者”。b另据《大公报》报道，桂林广西法政学堂的一百零六名

学生中绝大多数（十分之九）都不读新书新报，“故于新名词不能谙悉”。c

只是其上这些不太理解新名词的案例，并不能视作新名词的失败。行胜于言，即便是一直反对日译新

名词的严复，老年时愈趋“保守”，也不得不劝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儿子严璿要适应学校教授国文的风

气：“勉强从俗，播弄些新名词之类，依教员所言，缴卷塞责。”d到了 1920 年代初，新名词之优势已不待言，

有时人曾无奈感慨：“大势所趋，不可挽救，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

语文已大变矣。”e

〔本文获得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项基金的支持，并蒙多位师友的指点与提醒，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周 奇）

a		佚名：《官场维新记》，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1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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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ing Political Reality through Article”: Discourse on 
“New Term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Zhongmin
Abstract: After 1901, there was an increasingly number of students going abroad, which made translation and 
publishment business prosperous. And the new words steming from that process became the representation of 
“abandon the old and persue the new”, prevailing and having a great impact on youth readers, which also ignited 
great controversy. Some people had favorable views of new terms, while more held a critical attitude and regarded 
it as a tool of “screen faults and cover up errors” which would cause awful consequence if abused. However, these 
criticism failed to contain the prevalence of new terms and even led to odious con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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